
法 商 研 究 StudiesinLawandBusiness
Vol.42 No.3(2025)

法学论坛

对“顺德醉驾案”无罪判决书的法逻辑解析

———兼论优秀判决书应当具备的合理性品质

张 继 成*

摘 要:从形式法律推理角度来看,“顺德醉驾案”起诉书中的法律论证似乎是无懈可击的,
但判决书运用多种实质法律推理,彻底消解了起诉书的逻辑力量:起诉书量刑建议赖以成立的两

个法律推定存在例外情况,已被相关证据推翻;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人有“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故

意”;不存在从重处罚的情形;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

形。如果对本案做有罪判决,那必将导致一系列荒谬的、违反正义原则的后果。该无罪判决成功

激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但书”中的出罪条款,推翻了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只要血液

酒精含量达到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就统统入罪的机械做法,取得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有机统一,完整体现了优秀判决书应当具备的7种合理性品格,即概念的合理性、逻辑的合

理性、方法论的合理性、认识论的合理性、本体论的合理性、价值观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合理性,获

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因而成为法律逻辑和法律修辞的一个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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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书公布之后,曾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尖锐批评。与此不同,“顺德醉

驾案”①无罪判决书公布以后,也在网络媒体中广泛流传,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认为该

判决书打破了醉驾案件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只要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国家标准或地方标

准就统统入罪的惯例。“这份判决书说理部分很长、很细,把很多道理掰开揉碎了讲,法律圈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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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顺德醉驾案”,起诉书参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佛顺检刑诉(2020)303号起诉书;量刑建议

书参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佛顺检量建(2020)299号量刑建议书;判决书参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

法院(2020)粤0606刑初2648号刑事判决书。受篇幅所限,后文援引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内容用引号标出,不再一一注

明。



理解,法律圈外能看懂”,因而被称为“最让人感动的判决文书”。① 这些评价与赞扬只能说明这

是一份优秀的判决书,并没有让人明白其所以然,并不能揭示出优秀判决书应当具备哪些合理性

品质。如果不能揭示出优秀判决书应当具备哪些合理性品质,就无法说明该判决书何以具有可

接受性,那么该判决书的指导意义和参照价值就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揭示该判决书具有哪些合

理性品质、何以具有可接受性的逻辑密码就成为本文的中心任务。

一、起诉书法律推理的逻辑展开及评析

无论是自诉案件还是公诉案件,其判决结论都建立在对起诉书中陈述的案件事实和诉讼请

求的基础之上。每个起诉书都包含着公诉机关对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法律推理,因此在对该判

决书法律推理的可接受性展开系统分析之前,首先对该案起诉书中所包含的法律推理做一简要

介绍和评析。
(一)起诉书中的入罪论证

1.小前提(公诉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命题集)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20年5月28日22时50分许,被告人何××饮

酒后驾驶一辆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112省道文登路路口时,被执

勤民警查获。经鉴定,被告人何××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酒精含量为99.2mg/l00ml。何××
无摩托车驾驶证(这是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何××认罪认罚(这是从宽处罚的法定事实)。

2.大前提(起诉书援引的法律规范命题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醉酒驾驶机动车的”。(2)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

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以下简称《国家标准》(GB19522-2010)]之4.1的规定,血液中酒精含量

在20~80mg/100ml为饮酒后驾车,≥80mg/100ml为醉酒后驾车(这是被起诉书隐含的大前

提,没有这个大前提,公诉机关将无法认定何××为醉酒后驾车)。(3)顺德区醉驾案件移送人民

法院的最低标准是140mg/l00ml(这是一个地方性规范,起诉书虽然没有明确援引,但顺德区人

民检察院事实上正是以此标准提起刑事诉讼的)。(4)根据2013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第2条的规定,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应从重处罚(这是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法律依据,是
公诉机关提起刑事诉讼的程序法依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

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

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是可以从宽处理的程序法依据。(6)《刑法》第42条规定:“拘
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起诉书虽然没有明确援引该规范,但这恰恰是顺德区人民

检察院提出对被告人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的实体法依据。(7)《刑事诉讼法》第176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

·76·

对“顺德醉驾案”无罪判决书的法逻辑解析———兼论优秀判决书应当具备的合理性品质

① 《最让人感动的判决文书:这篇无罪判决值得被刷爆朋友圈》,http://www.360doc.com/content/24/0617/

07/39636776_1126401351.shtml,2024-12-16。



送人民法院。”

3.结论(起诉书提出的定罪量刑建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何××醉酒驾车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险驾驶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何××认罪认罚……综上,建议判处被告人何××拘役一个月,并处

罚金”。
(二)起诉书中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及力量来源

起诉书是以危险驾驶罪的名义提起公诉的,而要判定起诉书中的法律推理是否正确,首先应

当明确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是什么。
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T包括如下几个方面。T1 主体方面: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

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主体;T2 客体方面:危险驾驶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交通

安全法益(这里的交通运输,特指公路交通运输,并不包括航空、铁路运输和水路交通运输);T3
主观方面:明知自己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会危害到公共安全,还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

生;T4 客观方面:醉酒后还驾驶机动车,危害了公共交通安全。
危险驾驶罪的法律后果OR:处拘役,并处罚金。
根据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与起诉书中提供的相关信息,笔者可以从起诉书中刻画出以下

3个法律推理:

1.根据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素T1∧T2∧T3 及判定醉驾的国家标准T4,应当判处被告人何

××拘役,并处罚金

(T1∧T2∧T3∧T4→OR)
(Th1=T1)∧(Th2=T2)∧(Th3=T3)∧(Th4>T4)

OhR
大前提T1∧T2∧T3∧T4→OR,表明构成要件T是法律后果OR的充分条件。
小前提(Th1=T1)∧(Th2=T2)∧(Th3=T3)∧(Th4>T4)中,小写h表示被告人何××,Th1

=T1,Th2=T2,Th3=T3,表示被告人何××的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
结论OhR,表示被告人何××(h)应当(O)承担刑事责任(R)。
这里需强调的是:构成要件T与法律效果 OR之间具有的充分条件关系(“→”),并不是客

观的、先天就有的,而是由《刑法》第133条之一中的第(二)项和《国家标准》(GB19522-2010)赋
予的。在这个推理中,肯定性量刑建议的逻辑力量是由相关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共同赋予的。

2.根据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素T1∧T2∧T3 及判定醉驾的顺德区醉驾移送标准T’4,本案不

应当移送人民法院,更不应当追究被告人何××的刑事责任

考虑到醉驾案件过多,全国各地对醉驾的酒精含量标准都做了上调,因此顺德区也做了上

调,酒精含量80mg/100ml以上不足140mg/100ml的就不能移送人民法院,即要让被告人承担

危险驾驶罪的法律责任,酒精含量必须≥140mg/100ml(T’4),因为本案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为

99.2mg/l00ml,远低于顺德区的移送标准,即Th4<T’4,所以就无须移送人民法院,更无须追究

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T1∧T2∧T3∧T’4→OR)
(Th1=T1)∧(Th2=T2)∧(Th3=T3)∧(Th4<T’4)

􀱑O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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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前提中,构成要件T与法律效果OR之间的充分条件关系是由《刑法》第133条之一中

的第(二)项和顺德区的移送标准共同赋予的,即只有当行为人血液中酒精含量≥140mg/100ml
时,其才能被判定为醉驾,公诉机关也才能对其提起公诉,并让其承担拘役并处罚金的刑事责任。
由于各个地方对移送人民法院的标准规定并不一样,因此大前提中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的

充分条件关系就由各个地方的移送标准来决定。
在小前提中,由于被告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2mg/100ml,远低于顺德区的移送标准

140mg/100ml,这样一来,大前提中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充分条件关系由于Th4<T’4而
断裂开了,因此只能得出否定性量刑建议。这个否定性量刑建议的逻辑力量主要是由地方法律

规范和案件事实共同赋予的。

3.根据危险驾驶罪的T1∧T2∧T3∧T’4 以及特殊构成要件T5∧T6(存在从重处理情节以

及从宽处理情节),应当判处被告人何××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

根据顺德区的移送标准,本案不应移送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但“因为公诉机关认为,本案

有无证驾驶这一从重处罚情节”,这样一来,该司法解释就将被地方标准断裂开了的存在于构成

要件与法律责任之间的逻辑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即(T1∧T2∧T3∧T’4∧T5)→OR,即Th5
=T5,所以本案应当移送人民法院,并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
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

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在本案中,因为被告人认罪认罚,所以应当从宽处理,即Th6=T6。
这样通过对大小前提的比对可以发现,何××51岁,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明知自

己喝醉了酒,明知自己无摩托车驾驶资格,还驾驶两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在公路上行驶,危害

了公路交通安全,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并且本案既具有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无证驾

驶),也具有从宽处罚的法定情节(被告人认罪认罚),由此,小前提就完全被涵摄于大前提之下,
即案件事实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

(T1∧T2∧T3∧T’4∧T5∧T6→OR)
(Th1=T1)∧(Th2=T2)∧(Th3=T3)∧(Th4<T’4)∧(Th5=T5)∧(Th6=T6)

OhR
根据上述相关证据事实与法律规定,公诉机关建议审判机关依法判处被告人何××拘役一

个月,并处罚金。
在这个法律推理中,构成要件T1∧T2∧T3∧T’4∧T5∧T6 与法律效果OhR之间的充分条

件关系是由《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二)项、《刑法》第42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和顺德区移送

标准共同赋予的。肯定性量刑建议的逻辑力量是由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和案件事实共同赋

予的。
(三)对起诉书中法律推理可接受性的法逻辑评析

在对起诉书中法律推理的逻辑力量做出法逻辑评析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对科学推理与法律

推理的逻辑力量做些必要说明。

1.科学推理的逻辑力量是先天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科学推理由前提命题与结论命题组成,结论命题的逻辑力量来自前提命题中主谓项之间的

逻辑关系:前提命题中主谓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是必然的,那么只要遵守了相关推理的基本规

则,其结论就必将是必然的、不可推翻的;前提命题中主谓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是或然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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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遵守了相关推理的基本规则,其结论也未必是必然的,而是可以推翻的。
例证1:金属都是导电的,铜是金属,因此铜是导电的。

例证2:天空中乌云密布很可能下雨,今天天空中乌云密布,因此今天很可能下雨。

在上述两个科学推理中,前提命题与结论命题中的主项(“金属”“天空中乌云密布”)与谓项

(“导电的”“很可能下雨”)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先天的、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
科学推理的逻辑力量(可靠性程度)取决于命题中主谓项之间逻辑关系的性质:在例证1中,由于

主项与谓项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必然的,因此该推理的结论就是必然的、无法推翻的;在例证2中,

由于主项与谓项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或然的,因此该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是可以被推翻的。总

之,在这两个科学推理中,无论其中主项与谓项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必然联系还是或然联系,都是

客观存在的,是不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对这种逻辑关系,人只能认识它,但不能改变它。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科学推理的最大特点在于:所有命题都是价值中立的,推理过程中

没有价值判断的存在空间。

2.法律推理的逻辑力量是主观的、后天的,是以立法者或者裁判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前述起诉书包含的3个法律推理中,构成要件(法律规范命题的主项)与法律效果(法律规

范命题的谓项)之间的(充分条件)逻辑关系是由法律规定(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赋予的,是后天

的,是以人(立法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可以改变的。法律规范命题的逻辑力量取决于其主

项与谓项之间的确定性程度:如果立法者规定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允许推

翻的,那么该法律规范命题就是必然的;如果法律规定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可

以推翻的,那么该法律规范命题就是或然的。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科学推理明显不同的是,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和结论中都充满着

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法律规范命题的必要构成要素,是由案件事实之“是”推出当事人之“应当”
的逻辑桥梁,是法律推理的灵魂。没有价值判断,就没有法律推理。①

3.起诉书中的法律推理是典型的形式法律推理

上述3个法律推理的逻辑刻画并不表明起诉书是由3个法律推理组成的,事实上起诉书也

仅仅包含一个完整的法律推理,即第三个法律推理就是对起诉书法律推理的准确刻画。前两个

法律推理是从第三个法律推理中拆分出来的。之所以要从第三个法律推理中拆分出前两个法律

推理,是因为要清楚地揭示出法律推理的逻辑力量将随着法律规定的不同而不断变化。

笔者之所以认为起诉书中的法律推理是一个典型的形式法律推理,是因为在起诉书中公诉

机关仅仅根据被告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99.2mg/100ml、存在无证驾驶行为,就认为被告人

的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的一般构成要件和特殊构成要件,拘泥于抽象危险性,而没有探究危险驾

驶罪的规范目的,没有对被告人的行为及其现实危害性进行价值评价,就提出了一个只具有普遍

正义和形式正义而没有个案正义和实质正义的量刑建议。

4.起诉书中的法律推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接受性

(1)从形式法律推理角度看,起诉书的法律推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从上述3个法律推理的逻辑刻画中可以看出,证据命题集和案件事实命题集给予了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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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继成:《价值判断是法律推理的灵魂》,《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张继成:《从
案件事实之是到当事人之应当———法律推理机制及其正当理由的逻辑研究》,《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等等。



法律推理以“真实性”的逻辑力量,法律规定给予了起诉书法律推理以“合法性”的逻辑力量,起诉

书中的法律推理符合逻辑学的基本规则,实现了法律的一般正义、普遍正义。因此,该起诉书的

法律推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2)从被告人的角度看,该起诉书的法律论证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经开庭审理,被告人何××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证据及提出的量刑建议均无

异议。”既然被告人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没有异议,这表明在被告人看来起诉书的法律推理是

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接受性的,否则他就不会不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表示异议。被告人之所以

没有提出异议,表示认罪认罚,也是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本案与先前判例属于同类案件,先前醉驾

案例都做出了有罪判决,那么本案也会做出有罪判决,况且只是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该量刑建

议没有超出他的承受范围。这就是“被告人何××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证据及提

出的量刑建议均无异议”的原因。
既然被告人已经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表示认罪认罚,那么承办法官为什么还要对本案作

出无罪判决呢? 这是因为在承办法官看来该量刑建议无论是法律效果、社会效果还是政治效果,
都不尽如人意,不会让人对法律心存敬畏,不符合法律的实质正义和个案正义。而作出无罪判决

才能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因此,本判决书能够在被告人已经表示对

量刑建议“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做出无罪判决,这既是承办法官高超法律论证技艺的体现,也是

承办法官勇于担当的高贵品质的展现。

二、判决书法律推理的逻辑展开及学理分析

作出判决的过程,就是运用法律推理的过程,运用法律推理的过程就是“给予和索取理由”①

的过程。判决结论要想为社会公众和法律职业共同体所接受,就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承办法官认为起诉书中的说理论证并不充分,其量刑建议不具有可接

受性,应当对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而要做出无罪判决,就必须驳倒起诉书中的法律推理,消解

起诉书的逻辑力量。从前面对起诉书法律推理的逻辑刻画我们可以看出,起诉书的逻辑力量是

由相关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共同赋予的。因此,只有当相关法律规定的合理性和案件事实的真

实性被彻底驳倒的时候,起诉书中法律推理的逻辑力量才会被彻底消解。
本判决书正是通过对相关法律规定的合理性和案件事实提出有力的反驳来消解起诉书的法

律推理逻辑力量的。判决书明确地指出:关于醉酒和驾驶资格的法律推定是不可靠的,是可推翻

的(起诉书法律推理的法律理由不成立);被告人并没有主观故意;其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的范畴;被告人并非真正的无证驾驶,因而不存在真正的加重处罚情节(起诉书法律推理的

事实理由不成立)。
(一)判决书中增补的案件事实

经审理查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事实清楚,并有公诉机关提供并

经当庭质证的前述证据予以证实。在此基础上,判决书补充了以下事实:自工作厂区驾驶摩托车

回家,总路程约3公里;被告人二十来岁时,已经在老家学会驾驶摩托车,但因其老家是山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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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罗伯特·B.布兰顿:《阐明理由:推论主义导论》,陈亚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0页。



人们没有考领驾驶证的习惯,于是被告人也没考;2009年4月14日,被告人初次领取了C1型机

动车驾驶证,已有十余年的驾车经验;2020年6月28日,被告人因本次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相符

的车辆、机动车未悬挂号牌、醉酒驾驶的违法行为而被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处以1200元人民币

的罚款,并吊销了其C1型机动车驾驶证;由于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被告人目前家庭作坊的送

货全靠聘请司机,生意成本增加;当时的社会背景:案件审理期间,新冠疫情并没有解除,“六稳”
“六保”形势依然严峻,民生不易。

将当时的社会背景作为判决书中法律推理的依据(语境),这是一个重要突破。时代背景为

该判决书具有可接受性提供了充分理由。任何法律推理的作出都必须适应当时的时代背景,脱
离、违背时代背景的法律推理往往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增补的上述案件事实对寻找正确的法律依

据以及做出无罪判决具有重大影响)。
(二)提出了刑事法律推理应当坚持的3个基本原则

判决书在对起诉书法律推理展开系统反驳之前,承办法官首先提出了刑事法律推理应当遵

循的3个基本原则。

1.在刑事法律推理过程中,不要轻易给被告人贴上罪犯的标签

在刑法观念上,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要轻易给人贴上罪犯的标签,也唯有如此,才会

让人对法律心存敬畏,不至于对罪犯产生同情”。

2.在刑事法律推理过程中,一个行为如果没有现实危险性,就不应该定罪

在刑法中,犯罪分为行为犯和结果犯两种,这两种犯罪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和效果是不一样

的。行为犯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是,只要实施了法律禁止的法律行为,即使没有产生具体的危害

结果,也应构成犯罪,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犯具有的危险性属于抽象危险(潜在危险)性,

抽象危险不等于现实危险,存在扩大打击面、冤枉好人的风险。结果犯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是,
不仅需要考虑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法律禁止的法律行为,而且需要考虑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产生了

现实的危害结果,即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才能构成犯罪,也才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结果犯具有的危险性属于现实危险性,不存在扩大打击面、冤枉好人的可能。

从《刑法》第13条“但书”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可以看出,在
我国,犯罪是以现实危害为实质构成要件的,因此结果犯法律推理才是在刑事司法中应当采用的

主要论证方式。

对于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适用抽象危险犯,学界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例如:有学者认为,虽
然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以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或者说以一般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来认定行

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但如果具体案件中的特别情况导致行为不存在任何危险,就不能

认定为抽象危险犯。① 还有学者认为,抽象危险犯虽然不需要实害结果的发生,但要求存在法益

侵害的危险性,如在具体案件中由于存在某些特殊情况,尽管行为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行为,却
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危险,那么该行为就不可能成立抽象危险犯。② 承办法官采纳了上述共识。

3.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部门法应各司其职,刑法不能挤压行政法的适用空间

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由宪法规范和众多部门法规范构成的,各部门法只有各司其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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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

参见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在处理违法行为时,需区分轻重

缓急: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只要对其进行提醒、教育、诫勉即可;对于一般违法行为,对其进行行政

处罚即可;对于严重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刑事追究。刑事追究需谨慎,不宜挤压行政处罚空间。
也就是说,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如果各部门法相互挤压其他部门法的适用空间,那么会引起司法

的混乱和无序,继而产生不良后果,降低法律的权威。
(三)判决书对判定是否醉驾的国家标准提出了有力反驳

判决书明确指出:“醉驾的危险是法律拟制的危险,凡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以上

的,法律即推定为醉酒,推定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并由此推定有社会危险。法律推定为醉,不等

于真醉;法律推定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不等于真有下降,因为个体耐酒性差异很大。但为了执

法的统一和效率,只能用相对公正取代绝对公正,即普遍适用一个不考虑个体差异的统一标准。
立法不便规定,不等于司法不应该去考虑。现实生活远比立法复杂,比如病理性醉酒患者,虽没

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醉酒标准,也可能真醉了;同样,酒精含量超出醉驾标准,实际上并没醉,辨认

和控制能力不受影响的也大有人在。”
笔者认为,判决书中的这段论述内涵极为丰富,既提出了判定是否醉驾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

准,又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发现了存在于形式标准、实质标准

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不同逻辑关联,进一步总结出了审理醉驾案件时如何正确运用形式法律推

理和实质法律推理的条件。因此,值得对这段论述展开细致分析与合理重构。①

1.关于是否“醉酒”、是否“有社会危害”的法律(拟制)推定

在上述论证中存在一个关于“血液酒精含量”与驾驶行为“有社会危害”法律推定的逻辑链

条。其中“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以上”是其逻辑起点,“驾驶人员的行为有社会危

害”是其逻辑终点。但从其逻辑起点能推出“驾驶人员醉酒”“驾驶人员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进
而必然推出其行为“有社会危害”这个逻辑结论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

承办法官对这个逻辑链条的可靠性和合理性提出有力反驳,其认为:“法律推定为醉,不等于

真醉;法律推定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不等于真有下降”,并明确指出这个法律推定不可靠的根本

原因在于“个体耐酒性差异很大”。
正因为个体耐酒性差异很大,所以病理性醉酒患者虽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醉酒标准,也可能

真醉了;酒量大的人即使酒精含量超出醉驾标准,实际上并没醉,辨认和控制能力不受影响的也

大有人在。因此,上述法律推定在逻辑上是不可靠的,是可推翻的。
正因为个体耐酒性差异很大,所以立法上无法反映这种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能

用相对公正取代绝对公正,即普遍适用一个不考虑个体差异的统一标准”,这个统一标准就是本

文所说的国家标准,也即形式标准。

2.判定是否醉驾的形式标准及其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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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哲学意义上,为了准确地理解与评估一个论证,我们最好把它隐含的每个前提和结论都清楚地揭示出来,

这个过程就是重构的过程。一个好的重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重构尊重文本。如果重构包含与文本相矛盾的内

容,那么这个重构就没有尊重文本;如果重构包含文本没有暗示过内容,那么重构也没有尊重文本。(2)重构是厚道

的(charitable),相比其他尊重文本的重构而言,它是最清楚的、最经得起推敲的。一个厚道的重构必须满足以下三个

条件:一是这个重构是有效的论证,二是这个重构没有多余的前提,三是这个重构的每个前提都不是可以轻易驳倒

的。参见胡星铭:《哲学论证———识别、重构与评估》,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40~42页。



在我国,判定车辆驾驶人员是否酒醉后驾车的统一标准就是《国家标准》(GB19522-2010)
之4.1的规定:血液内酒精含量≥80mg/100ml的,即为醉酒后驾车。这里的国家标准就是判断是

否醉驾的形式标准。
形式标准的特点在于,在判定是否醉驾时,将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以上作为唯一

标准,完全不考虑个体耐酒性差异,不考虑是否对交通安全产生实质威胁及实害结果。
根据形式标准认定是否醉驾的好处在于执法的统一和效率,便于司法工作人员办案操作,降

低了控方的证明责任,提升了打击醉驾犯罪的力度,有助于实现形式正义和普遍正义。
根据形式标准认定是否醉驾的缺陷在于:由于形式标准不考虑个体耐酒性差异,因此既可能

放纵罪犯(即放纵酒精含量远远没有达到80mg/100ml但已经丧失控制能力而给公共交通安全

造成潜在威胁的人),也可能会冤枉好人(即会冤枉血液酒精含量虽然超过80mg/100ml但其辨

认能力、控制能力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且没有给公共交通安全造成潜在威胁的人),只能实现司法

的相对公正而不能实现司法的实质公正和个案正义。

3.形式标准是可以推翻的,是不可靠的

在我国刑法规范体系中,醉驾的危险是法律拟制的危险,法律拟制就是法律推定。而法律上

的推定有可推翻推定与不可推翻推定的区分。其中,可以用反证来推翻的推定就是可反驳的法

律推定,即使存在反证但法律规定不得以反证来推翻的推定就是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
上述关于血液酒精含量与醉驾的法律推定就是可推翻的推定,之所以能够推翻该推定,是因

为个体耐酒性差异很大。因此,在“血液酒精含量”与“醉酒”之间、在“血液酒精含量”与“辨认和

控制能力”之间、在“血液酒精含量”与“有社会危险”之间的逻辑关联都仅仅是常态联系而不是必

然联系,存在例外情况:病理性醉酒患者虽然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醉酒标准,但也可能真醉了;同
样,酒精含量虽然超出醉驾标准,但是实际上并没醉,辨认和控制能力不受影响的也大有人在。

正因为这种判定标准只将血液酒精含量作为判定是否醉驾、是否丧失控制能力、是否具有社

会危害性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个体耐酒性差异,所以这种判定标准就不能反映现实的复杂情

况,因而是僵化的、呆板的,既会出现扩大打击面的情况,又会出现放纵醉驾的情况,无法实现法

律的实质正义和个案正义。如此一来,将形式标准作为判定是否醉驾、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唯

一标准的做法是不合宜的。

4.“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否降低或丧失”是判定醉驾的实质标准,人体平衡试验和语言对

答试验是判定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否降低或丧失的操作方法

虽然立法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只能采用一个不考虑个体差异的可以普遍适用

的统一标准,但是这并不等于在司法实践中就不应该去考虑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不等于在法律

适用过程中就不能采用充分考虑个体差异的实质标准。
为了克服形式标准的固有缺陷,“不少国家采取个体观察法,即只要行为人驾车没有出现异

常,或者遇有检测,能顺利通过语言对答或者能按要求做出特定行为,就不认定是醉(酒)驾。这

些国家立法关注的是醉(酒)驾对交通安全的实质威胁以及实害结果,只有当饮酒导致驾驶人操

控能力实际下降,才会入罪。一旦因醉(酒)驾出现交通事故,则会面临严厉处罚”。在我国,《国
家标准》(GB19522-2010)中的平衡试验、步行回转试验和单腿直立试验就是我国判定驾车人

辨认能力是否下降、控制能力是否丧失的操作方法,驾车人辨认能力是否下降、控制能力是否丧

失就是判定是否醉(酒)驾的实质标准:(1)在检测过程中如果不能顺利通过语言对答测试,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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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驾车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已经实际下降,就应当认定为醉(酒)驾,进而认定其行为对交通

安全构成了实质威胁;(2)在检测过程中如果不能按照人体平衡试验的相关要求做出特定行为,
就说明驾车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已经实际下降,就应当认定为醉(酒)驾,进而认定其行为对

交通安全构成了实质威胁。
实质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在于:饮酒是醉酒的原因,醉酒是饮酒的结果,辨认能力和控制能

力下降或者丧失是醉酒的具体表现,辨认能力下降、控制能力丧失是醉酒的证据;驾车人在辨认

能力下降、控制能力丧失的情况下,将对交通安全产生实质威胁。因此,饮酒以后,驾车人辨认能

力是否下降、控制能力是否丧失是判断驾车人是否醉(酒)驾的关键。
实质标准充分考虑了个体耐酒性差异,将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否降低或丧失作为判定是

否醉酒的标准,不再会出现法律推定为醉酒而实际上并没有醉、法律推定为没醉但事实上醉了的

情况。因此,实质标准与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之间,实质标准与社会危害性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

关联。按照实质标准认定是否属于醉(酒)驾的好处在于能够准确判定是否醉酒,不会出现将真

醉当作假醉或把假醉当作真醉的情况,有助于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和个案正义和绝对公正,不会

出现“扩大打击面”的情况。其缺陷在于增加了控方的证明责任和成本,效率比较低。但法律作

为实现正义的手段,不能因为适用实质标准成本高、效率低,就放弃对个案正义的追求。

5.形式标准、实质标准与“有社会危害”的逻辑关联

在前述逻辑链条中,不仅“醉”是一个模糊概念(醉酒有真醉与假醉之分),而且“有社会危害”
也是一个模糊概念(社会危害有抽象的危险和现实的危险之分)。抽象的危险表明,只要饮酒驾

车,就存在潜在危害;而现实的危险表明,只有在因饮酒导致“操控能力实际下降”时,危险才出

现。那么,判定是否醉酒的形式标准、实质标准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联呢?
第一,将形式标准作为判定醉与非醉的标准是不可靠的,会出现例外。血液酒精含量达到国

家标准,被推定为醉,但可能并没有醉;血液酒精含量没有达到国家标准,没有被推定为醉,但可

能真醉了。没有醉酒,辨认和控制能力就不会受影响,就不会产生实质威胁,因而形式标准仅仅

只能作为判定抽象危害性的标准。
第二,将实质标准作为判定醉与非醉的标准是可靠的,不会出现例外。因饮酒而导致辨认能

力下降、控制能力丧失的,就是真醉。真醉时驾车行为对交通安全产生的是实质威胁,因而实质

标准是判定实质危害性(威胁)的可靠标准。
第三,实质标准既是入罪的标准,即“饮酒行为导致操控能力实际下降,那么,才会入罪(危险

驾驶罪)。一旦因醉驾出现交通事故,则会面临严厉处罚”;实质标准又是出罪的标准,即如果饮

酒行为没有导致操控能力实际下降,并且没有出现交通事故,那么不应定为危险驾驶罪,仅仅接

受行政处罚即可。

6.形式标准、实质标准是区分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的依据

厘清了形式标准、实质标准与“有社会危害”的逻辑关联,对正确区分形式法律推理、实质法

律推理具有指导意义,在审理醉驾案件过程中:如果仅仅将血液酒精含量是否达到国家标准或地

方标准作为入罪或出罪的依据,就是典型的形式法律推理(起诉书运用的就是形式法律推理);如
果不管血液酒精含量是否达到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只考虑被告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否

降低、是否造成交通事故,将其作为入罪或出罪的依据,就是典型的实质法律推理;如果既考虑血

液酒精含量是否达到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又考虑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否降低、是否造成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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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将二者作为入罪或出罪的依据,就是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有机统一。形式标准与

实质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达到了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

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对公正与绝对公正有机统一。

本判决书的法律推理就属于上面第二种情况,因为在本判决书中,承办法官虽然也关注被告

人血液酒精含量(99.2mg/100ml)高于80mg/100ml的国家标准这一基本事实,但更加关注的是

被告人在驾驶摩托车回家的过程中“时间已近深夜,路上行人稀少,难以认定其有放任危害公共

安全的故意,况且也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人的本次摩托车驾驶有任何异常,更没有发生交通事

故”。这些情况都是判定被告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没有降低的实质标准,因而本判决书是一个

实质法律推理的经典范例。
(四)判决书提炼出了判定醉(酒)驾危险性大小的6个经验法则

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要求,要想做出无罪判决,就必须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属于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范畴。而要判断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或者“危害不大”

的范畴,首先必须要有关于醉驾危险性大小的判定标准———经验法则。
前述论证表明,仅仅将血液酒精含量作为判定醉驾行为的危险性大小的唯一标准是不可靠

的。要对醉驾行为危险性大小作出准确判定,还必须结合其他要素来综合判断。

承办法官认为:“醉驾的潜在危险大小,取决于醉酒的程度、机动车的种类、行车的速度、行驶

的路段和时间点……因为,一般而言,大型汽车的危险超过小型汽车,小型汽车的危险超过摩托

车。汽车的危险更多的是针对公共安全,而摩托车的危险更多的则是针对驾乘人员自身。”按照

承办法官的逻辑思路,我们可以从这段论述中提炼出判定醉酒驾车危害性的6个经验法则:①

第一,醉酒程度越高,醉酒驾车的危险性越大,反之危险性则越小。

第二,醉酒驾驶大汽车的危险性超过醉酒驾驶小汽车的危险性,醉酒驾驶小汽车的危险性超

过醉酒驾驶摩托车的危险性。

第三,醉酒驾驶汽车的危险性更多地指向公共安全,而醉酒驾驶摩托车的危险性更多地针对

驾乘人员自身。

第四,醉酒驾驶汽车速度越快,危险性越大,反之危险性越小。

第五,在繁华路段醉酒驾车的危险性大,在偏僻路段醉酒驾车的危险性小。
第六,上下班时段、节假日期间醉酒驾车的危险性大,非上下班时段、夜深人静时段、非节假

日期间醉酒驾车的危险性小。

而本案中,被告人的血液酒精含量为99.2mg/100ml(略高于国家标准),被告人驾驶的是对

自己潜在危害性更大的摩托车,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人超速行驶,而且是在夜深人静的22点50分

左右(当时全国各地的新冠疫情管控还非常严格),路上行人很少。上述危险性低的因素被告人

全部具备,因此综合上述几个要素与危险性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得出被告人的此次“醉驾”几乎

没有危险性的结论。这些经验法则对审理同类案件具有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是该判决书的一

个重大理论贡献。
(五)运用当然推论得出公诉机关将本案移交人民法院的做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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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只有99.2mg/100ml,而顺德区醉驾移送标准为140mg/100ml,被
告人血液中酒精含量远低于该标准,那么公诉机关当然不应该对本案提起公诉。这个结论是依

据当然推理(论)的方式得出的,其逻辑结构如下:

起始语句:血液酒精含量低于顺德区移送标准140mg/100ml的,无须移送人民法院(E1
→Rf),

比较规则: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越低,越不应该移送人民法院(E越小,就越会形成Rf),

个案陈述:在本案中,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为99.2mg/100ml,远低于顺德区140mg/100ml
的移送标准(E2<E1),

推论:本案当然属于无须移送人民法院的案件(E2→􀱑􀱑Rf)

当然推论的逻辑力量来源于:“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具有更大权重的事实都没有引发特定的法

律后果,那么具有更小权重的就更不会。”①

(六)依据归谬论证得出公诉机关将本案移交人民法院并进而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做法是

违反正义原则的

关于归谬论证,通常的理解如下:“一个众所周知且在修辞学上非常有说服力的目的性论证

是‘不可承受的标准’(归谬论证法或反证法)。它被用来证明一个解释(主要是仅依据文字的解

释)最终违背所有的‘内在逻辑’,完全不具有操作性,是‘立法者不希望得到’的荒谬结果,因此

(至少部分地)不能被接受”。② 判决书中的如下一段文字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归谬论证:“简单

看,这一起诉没什么问题,但仔细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尴尬结论:酒精含量139.99,驾驶汽车行

驶在人员密集的繁华路段可以不被起诉,而酒精含量刚好达到80,无证驾驶摩托车行驶在偏僻

的路段,却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有违朴素的公平正义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当然推论和归谬论证都证明了公诉机关的起诉行为在逻辑上是不

能成立的,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公诉机关的移送行为就是毫无道理的。

本案之所以被提起公诉,是因为顺德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何××存在无证驾驶摩托车

这一从重处罚情节,正是存在这个法定情节,才将被顺德区移送标准所中断了的存在于构成要件

与法律效果之间的逻辑联系又重新连接起来了。因此,要想彻底驳倒起诉书的法律推理,要想做

出无罪判决,还必须进一步将被告人“存在无证驾驶”这一从重处罚法定情节彻底驳倒。
(七)被告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没有驾驶资格,不存在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因而不应移送人

民法院

1.从驾驶人员“有驾驶资格”推定驾驶人员“有驾驶能力”的法律推定是不可靠的

判决书指出:“驾驶证是交通管理部门对驾车人员的管理要求,考核的是驾驶人员的驾驶能

力、健康状况、对交通规则的掌握和遵守等等。持有效驾驶证,就有驾驶资格并推定有驾驶能力。

但现实生活中,有驾驶资格,但考证后长期没车可开,以致实际驾驶能力不合格的大有人在;同
样,虽无驾驶资格,但驾驶技术娴熟的也为数不少,特别是驾驶摩托车。”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在
我国现有交通法规中也存在一个法律推定:持有效驾驶证,就有驾驶资格并推定有驾驶能力。

的确,有驾驶证,就一定有驾驶资格;无驾驶证,就无驾驶资格。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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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成立。但是有驾驶证、驾驶资格与有驾驶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有驾驶证、有
驾驶资格的未必有驾驶能力;无驾驶证、无驾驶资格的未必没有驾驶能力。

在这里,承办法官再次运用了概念辨析的逻辑方法,把“有驾驶证”“有驾驶资格”与“有驾驶

能力”这3个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了,并指出在“有驾驶证”与“有驾驶资格”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

关联,但在“有驾驶证”与“有驾驶能力”之间仅仅存在常态联系,即一般情况下有驾驶证的人同时

也有驾驶能力,但存在例外,即有些人有驾驶证却没有驾驶能力;“无驾驶证”与“无驾驶能力”之
间也存在常态联系,一般情况下无驾驶证的人同时也无驾驶能力,但也有人虽无驾驶证却有驾驶

能力的情况。本案中被告人何××正好就是那种无摩托车驾驶证但有摩托车驾驶能力的例外情

况。因此,交通法规中存在的这个法律推定也是不可靠的。

2.被告人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但有摩托车驾驶能力的理由(地方习惯)
被告人有二十多年的摩托车驾驶经验,但为什么没有摩托车驾驶资格呢? 其理由是什么?

判决书明确指出,本案被告人虽然没有摩托车驾驶资格,但自称二十来岁已在老家学会驾驶摩托

车,因老家是山区,大家都没有考领摩托车驾驶证的习惯,于是自己也没考。

3.被告人并非标准意义上的无证驾驶,只是驾驶了与驾驶证上标注的车型不符的摩托车

虽然有摩托车驾驶资格不等于有摩托车驾驶能力,没有驾驶摩托车证书(资格)也不等于没

有驾驶摩托车能力。但被告人毕竟属于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的情形,是违法的。为什么承办法官

认为“被告人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无证驾驶,只是‘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呢? 对此承办法官

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说理论证:“本案被告人驾驶的是自动挡摩托车,驾驶难度低,稍微练习即可掌

握,可以说会骑自行车的一般都会驾驶。本案被告人虽然没有摩托车驾驶资格,但自称二十来岁

就已在老家学会驾驶,因老家是山区,大家都没有考领摩托车驾驶证的习惯,于是他也没考……
有汽车驾驶资格,说明被告人通过了交通规则考试、身体健康,故本案被告人并不是典型意义上

的无证驾驶,只是‘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这一不符,也不是难度低的驾驶难度高的,而是由

难度高的汽车C证驾驶难度低的E证摩托车。”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被告人只是没有摩托车的

驾驶证(当地没有考领摩托车驾驶证的习惯),但有二十多年的摩托车驾驶能力。不仅有摩托车

的驾驶能力,而且还有C1驾驶证以及十余年驾驶能力,因此本案被告人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无

证驾驶,被告人的行为不属于“应当从重处罚”的范畴,本案属于不应该提起公诉的案件。
总之,从以上(三)到(七)的论述中,承办法官不仅对关于是否醉驾的法律推定提出了有力批

判,证明了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范畴,而且驳倒了“被告人存在无证驾

驶”这一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彻底消解了起诉书法律推理的逻辑力量。
(八)通过对比推理,将对本案作出无罪判决与作出有罪判决的利弊呈现出来,使本判决结论

的可接受性充分突显

对比推理就是将从相互矛盾的前提中推导出来的结论,进行逐一对照考察、利弊权衡,从而

推出其中一个前提及其结论不具有可接受性的论证方式。
如前所述,被告人何××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范畴,因

此应当对被告人何××做无罪判决。为了突显无罪判决的正当性、合理性,本判决书分别从法律

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3个方面进行了对比推理,推理的结果表明:对本案作出有罪判决是

极其荒谬的,而只有作出无罪判决才是正当的、合法的,才具有可接受性。

1.在法律效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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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3条“但书”部分“解决的就是那些简单从形式上看符合犯罪构成,但综合全案情

况,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行为的出罪问题,本案的裁判依据就在于此。对本案被告人不做

有罪追究,不但不违反罪刑法定,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办案

指南,《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是针对刑法所有的罪名,不能因为危险驾驶罪没有情节严重

等限制性条件就将其排除在外,否则就是对法律的突破,就是违法”。从字面来看,该论述的主要

目的好像是在讨论出罪与入罪的条件和方法,但笔者还发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对本案做出

有罪判决与无罪判决的法律效果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是通过下面这个对比

推理(之一)呈现出来的:
如果对本案做出有罪(入罪)判决,那就是对《刑法》第13条的“突破”(因为虽然《刑法》第

133条没有关于犯罪情节的限制,但是《刑法》第13条适用于所有条文,当然也适用于危险驾驶

罪,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当然不能认为是犯罪),是违法的。
如果对本案做出无罪(出罪)判决,那就是对《刑法》第13条的完整遵循,非但不违反罪刑法

定原则,反而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是合法的。
从对这两个假言推理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是违法的,不具有可接受

性;而对被告人做出无罪判决是合法的,具有可接受性。

2.在社会效果方面

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与案件事实的具体性存在矛盾,要求司法人员不能机械办案、麻木办案,
裁判文书的说理不能有违常识常理常情,否则就不能打动人心,就不会有好的社会效果。对被告

人处罚,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都有一个限度,这就是“宽不至于鼓励犯罪,严不至于让人同情”。
本案被告人在被吊销C1汽车驾驶证后,家庭作坊的送货全靠聘请司机,生意成本增加,如果对

被告人再做有罪追究,还会留下犯罪记录,进而影响其工作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案不做犯

罪追究,也不会出现鼓励醉驾的情况,原因在于,现在醉驾减少,主要不是因为有了危险驾驶罪,
而是公安交管部门的密集设卡检查。以前醉驾严重,更多是因为当时查处醉驾的行政执法力度

没有到位。在论述本案的社会效果时,判决书也蕴含着一个对比推理(之二):
如果对本案做有罪判决,就会给被告人留下犯罪记录,进而影响其工作家庭生活以及子女教

育。这种做法并不会使醉驾犯罪减少,属于机械办案、麻木办案,有违常识常理常情,不能打动人

心,不会有好的社会效果。
如果对本案做无罪判决,就不会给被告人留下犯罪记录,不会影响“其工作家庭生活的方方

面面”,也不会出现鼓励(放纵)犯罪(醉驾)的情况(因为“现在醉驾减少,主要不是因为有了危险

驾驶罪,而是公安交管部门的密集设卡检查。以前醉驾严重,更多是因为当时查处醉驾的行政执

法力度没有到位。即便取消危险驾驶罪,只要依然按照目前检查的密度严格检查并配以拘留、罚
款、吊销驾驶资格等行政处罚,实际治理效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通过对比上述两个假言推理的结论可以看出,对本案作出无罪判决比作出有罪判决能取得

更好的社会效果,具有更高的可接受性。

3.在政治效果方面

判决书指出:“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就是最好的政治效果,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没有解除,‘六稳’‘六保’依然严峻的形势下,民生不易,对那些受教育有限、谋生技能不多的弱势

群体,我们还是应该心怀悲悯,对他们尽可能的多一些宽容”。在论述本案的政治效果时,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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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的对比推理(之三)如下:
如果对本案做有罪判决,不仅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突破”(是违法的,法律效果差),并不会

使醉驾案件减少,反而让人们对被告人产生同情(社会效果差),不利于“六保”“六稳”政策的落

实,破坏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政治效果差)。
如果对本案做无罪判决,不仅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而且能够使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有机结合,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就是最好的政治效果。这种最好的政治

效果表现为在当时新冠疫情没有解除的形势下对“那些受教育有限、谋生技能不多的弱势群体”
的“心怀悲悯”和“宽容”,有利于“六保”“六稳”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

从上述3个对比推理可以看出,对本案作出无罪判决的理由彻底击败了起诉书和量刑建议

中的法律论证,对本案作出无罪判决能够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这就是最好的政

治效果,这就是对本案作出无罪判决的决定性理由和排他性理由。
(九)判决书的法律推理与理论贡献

1.对本判决书法律推理的逻辑重构

从前述多个强烈质疑和精彩反驳中可以看出,被告人没有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主观故意,并
未达到足以影响其驾驶能力的醉酒状态(驾驶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明显属于情节显

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范畴,被告人醉驾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并没有达到需要动用刑罚来规制和惩处

的程度。因而本案件不应被涵摄于《刑法》第133条之一中的第(二)项之下,而只能以《刑法》第

13条“但书”中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最终构建出了属于本判决书的法律推理:
小前提:2020年5月28日22时50分许,被告人于饮酒后(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2mg/

100ml,高于80mg/100ml的国家标准但低于140mg/100ml的地方标准)驾驶一辆无号牌普通二

轮摩托车从工作厂区回家,总路程约3公里,该路段为偏僻路段,当时新冠肺炎疫情没有解除,
“六稳”“六保”依然严峻,交通管制严格,路上没有多少行人和车辆,并且本次摩托车驾驶没有任

何异常,更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被告人的醉驾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
大前提: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法》第13条“但书”、《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

(一)项以及第200条第(二)项之规定。
结论:被告人何××无罪。

2.判决书中提出了处理醉驾案件的3个治理原则

一是,“对醉驾的打击应区分汽车和摩托车,将打击的重点放在那些有现实危险,即真正醉酒

导致行为失控或者出现交通事故的醉驾上来”。二是,“对情节显著轻微,并表示已深刻汲取教训

的”被告人“应以不作犯罪处理为妥”。三是,在诸如新冠疫情、战争状态等特殊时期,对于情节显

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不应处以刑罚。
这三个原则是在进行实质法律推理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法官在(特殊时期)处理同类案件

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这也是该判决书之所以应该成为经典判例的缘由。
总之,判决书成功激活了《刑法》第13条“但书”中的出罪条款,不仅使之具有了生命力,摘掉

了“僵尸条款”的帽子,而且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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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判决书应当具备的7种合理性品质

该判决书能够成为法律逻辑、法律修辞的经典判例的另外一个理由还在于,该判决书具有重

大的学理价值,其学理价值在于该判决书的说理论证完整呈现出了优秀判决书应当具备的7种

品格。① 同时具备这7种合理性品格使本判决书具有了决定性的可接受性。
(一)概念的合理性:使概念模糊(含混和不准确)最小化

起诉书是以危险驾驶罪提起刑事诉讼的,而《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二)项“醉酒驾驶机动车

的”中的“醉酒”本身是一个“含混和不准确”的模糊概念:它可以是“真醉”(辨认能力降低、控制能

力丧失就是真醉),也可以是“假醉”(虽然喝了酒,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的国家标准,

但驾车人仍有辨认能力、控制能力,就是假醉)。如果将醉驾的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作为判定

危险驾驶罪中“醉酒”的标准,那么可能因为驾车人的酒精耐受力强不会导致辨认能力和控制能

力的降低而可能出现扩大打击面的情况;如果根据人体平衡试验这种实质标准来判定驾车人是

否醉驾,那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这种本质差别,是因为形式标准与“辨认能力、控制

能力丧失或降低”之间没有必然关联,而实质标准与“辨认能力、控制能力丧失或降低”之间具有

必然关联。因此,仅根据驾驶人员体内酒精含量来判断是否具有危险性是不可靠的,而根据人体

平衡试验来判断是否具有危险性则是科学的。

同样,在反驳被告人存在无驾驶资格这一从重处罚情节时,承办法官也运用了概念辨析的逻

辑方法:有驾驶证的一定有驾驶资格,有驾驶资格不等于有驾驶能力,无驾驶资格也不等于无驾

驶能力;被告人只是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但有摩托车的驾驶能力,而且有驾驶比摩托车难度更大

的C1型机动车的驾驶证和驾驶能力;因此被告人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无证驾驶,只是与驾驶证

准予驾驶的车型不符。

正是因为本判决书准确区分了上述几个不同概念,有力地反驳了被告人存在无驾驶资格这

一从重处罚情节的诉讼主张;正因为承办法官对“真醉”与“假醉”、“驾驶资格”与“驾驶能力”等模

糊概念做出了精确区分,这才为驳倒起诉书中的法律推理提供了正确的逻辑起点。
(二)逻辑的合理性:力求连贯一致

这里的连贯一致是指在论证过程中使用的概念、术语或定义必须保持一致,避免出现混淆或

歧义的情况;每个观点必须都有充分的论据予以支撑,即前提与结论之间必须存在逻辑关联;每
个语句之间、段落之间必须相互支持、相互呼应、彼此衔接,不能出现矛盾或悖论等。从形式法律

推理的角度看,起诉书的说理论证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起诉书中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危险驾驶罪的一般构成要件和特殊构成要件。也就是说,案件事实与法

律规定赋予了起诉书较强的逻辑力量。因此要作出与起诉书完全不同的判决结论,就必须彻底

推翻起诉书中的法律论证,即必须证明案件事实与危险驾驶罪的法律构成要件并不符合。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本判决书运用多种逻辑方法对起诉书的法律论证展开了全面的反驳。首先指出

从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以上推定有社会危险的逻辑链条是不可靠的;其次指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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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在无驾驶资格这一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不成立;再次指出被告人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

害不大的行为,不能认为其行为是犯罪;最终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的法律规定,宣告被告人

无罪。本判决书中的法律论证环环相扣、连贯一致,具有逻辑合理性。
(三)方法论的合理性:质疑(怀疑与批判)和证明(要求证据或事实,无论这些证据或事实是

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存在形式谬误或实质谬误的司法判决都无法经受得起批判

性检验,经受不起批判性检验的司法判决就是存在错误的司法判决。错误的司法判决将会严重

削弱司法尊严。古今中外所有的冤假错案都是经受不起批判性检验的司法判决。因此,为了最

大限度地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必须以能否经受得起批判性检验作为接受或拒绝司法判决的标

准。批判性检验的理论预设是,如同任何观点或思想都可以并且应当受到质疑和批判一样,任何

司法判决都应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为自身辩护;在理性和逻辑面前,任何司法判决都没有对于质

疑、批判的豁免权。
在本判决书中,承办法官对起诉书赖以成立的两个法律推定提出了有力批驳,认为这些法律

推定都是或然的,存在例外情况,是可以运用相关证据予以推翻的。正因为起诉书的法律推理经

受不起批判性检验,所以起诉书法律论证的逻辑力量就被判决书的批判性检验彻底消解了。同

时,从对判决书的分析与重构中可以看出,本判决书中运用的多个法律推理都经受住了实体法规

则、程序法规则和逻辑规则的批判性检验,既具有形式合理性,又具有实质合理性。
(四)认识论的合理性:关心经验的支持,避免与科学技术知识不一致的臆断

判决书在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这一判断时,得到了前述6个经

验法则的支持:如果我们给被告人本次醉驾行为6个要素(醉酒程度低、驾驶的是摩托车、偏僻路

段、深夜时刻、行车速度、危险指向)的危险性统统赋予10%或者5%的概率,那么在本案中,被告

人的醉驾行为发生危险的概率就只有10%×10%×10%×10%×10%×10%即0.000001或者

5%×5%×5%×5%×5%×5%即0.000000015625,因此,判决书得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

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结论符合科学与常识,绝不是承办法官的主观臆断。
(五)本体论的合理性:采取与同时代科学技术知识一致的世界观

判决书在反驳酒精含量与醉酒,醉酒与辨认能力、控制能力以及与危害性之间的法律推定时

指出“法律推定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不等于真有下降,因为个体耐酒性差异很大……病理性醉

酒患者,虽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醉酒标准,也可能真醉了;同样,酒精含量超出醉驾标准,实际上

并没醉,辨认和控制能力不受影响的也大有人在”,这些论断与当下科学技术知识是完全一致的,
符合医学的基本原理。

正确运用经验法则使本案判决书具有了较高的可接受性,也是本案判决书的一大亮点,这与

“南京彭宇案”承办法官滥用经验法则形成了鲜明对比。“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书遭到社会各界

的谴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滥用经验法则,因而得出了许多荒谬的结论,正是这些荒谬的结论,产
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六)价值观的合理性:健全的价值观和常情常理常识

在法律推理过程中,没有价值判断,生活事实就不可能转化为法律事实;没有价值判断,就无

法判断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律构成要件;没有价值判断,就无法为案件事实找到正确的法律规

范。由于个体耐酒性差异很大,因此喝了酒也未必一定会导致辨认能力的降低和控制能力的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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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酒精过敏者即使仅仅闻了酒也可能昏昏沉沉、神志不清。因此,仅仅根据被告人血液中酒

精含量达到特定数值就认定行为人醉酒驾车,就认定行为人辨认能力降低和控制能力丧失,就认

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进而将《刑法》第133条作为量刑建议或判决结论的法律依据,
这种价值判断和量刑建议之所以不被法官采信,是因为承办法官认为公诉机关的价值判断存在

问题,违反了常情常理常识。而承办法官认为,被告人的血液酒精含量虽然达到99.2mg/100ml,
但是自工作厂区驾驶摩托车回家,总路程约3公里,时间已近深夜,路上行人稀少,难以认定其有

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况且也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人的本次摩托车驾驶有任何异常,更没有

发生交通事故。由此可以判定,被告人并未达到足以影响其驾驶能力的醉酒状态,故其行为的社

会危险性并未达到需要动用刑罚来规制和惩处的程度,也就是说,承办法官将被告人的醉驾行为

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进而将被告人的行为归属于《刑法》第13条“但书”中规

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外延范围。这种价值判断真正实现了“唯有轻

轻重重、宽严相济,刑法才会有更强的威慑力”的效果。由此可见,只有“健全的价值观和常情常

理常识”才具有价值观的合理性,才能为案件事实找到正确的、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乐于接受的

法律规范,也才能实现法律的个案正义。
(七)实践的合理性:采取有助于达到预期目标的手段

承办法官认为:“鉴于司法资源有限,刑法对醉驾的打击应区分汽车和摩托车,将打击的重点

放在那些有现实危险,即真正醉酒导致行为失控或者出现交通事故的醉驾上来,对情节显著轻

微,并表示已深刻吸取教训的本案被告人,应以不作犯罪处理为妥。”这就是说,在处理酒驾案件

过程中应采取分类治理。法律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个部门法都有自己的调整范围,只有各司其职

才能达到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治理和控制的预期目标,因此该判决书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
一般而言,一个法律推理只要具备了上述7种合理性中的一两种就具备了很高的可接受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案判决书中的法律推理同时具备了7种合理性,这在判决文书中是极其

罕见的。因而,本案判决书无疑是法律推理和法律修辞的一个经典判例,对今后法官在审理同类

案件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但这并不表明本案判决书就是完美无瑕的,本案判决

书依然存在一些缺陷。(1)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书中有关于“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三年内多次交通

违章行为”的主张,判决书中没有采信这一主张,但没有说明不采信的理由。(2)承办法官认为罪

刑法定原则只能解决入罪限制问题,而不可能解决出罪问题,这是错误的。笔者认为,只要刑事

法律规范给出了一个罪名概念的一般构成要件和特殊构成要件,就不仅能够解决入罪问题,而且

能解决出罪问题。(3)判决书没有对被告人的酒量、饮酒的种类、当天喝酒的时间、喝酒与驾车之

间的间隔时间等问题进行查证(这些问题对判定被告人是否醉酒具有重要意义)。但瑕不掩瑜,
这些缺陷的存在并不妨碍本案判决成为法律推理和法律修辞的一个经典范例。

四、结 语

笔者在进行案例分析时,既会选择一些反面案例,也会选择一些正面案例。其中,选择反面

典型案例的标准是看判决书中存在的形式谬误和实质谬误有多少,形式谬误和实质谬误越多的

判决书越可能成为典型案例,“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书就属于这种典型案例,分析这种案例可以

让人们看到这类判决书中的法律推理为什么是错误的,认识到违反法律逻辑基本规则的司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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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所造成的危害性有多大,进而认识到遵守逻辑对于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极端重要性。选择正

面典型案例的标准有3个:一是运用法律推理、法律方法越多的案例就越可能成为经典案例,二
是越是能够经受得起实体法规则、程序法规则和法律逻辑、法律方法基本规则的批判性检验的案

例就越可能成为经典案例,三是越是能够从判决书中提炼出相关经验法则和法律适用基本原理

的案例越可能成为经典案例。本案判决书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因而是一个难得的经典案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案判决书运用了概念辨析方法、实质法律推理方法、当然推论方法、归谬

法、对比推理方法等一系列法律方法,整个判决书的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经受住了各种实体法规

则、程序法规则、逻辑(论辩)规则的批判性检验,从本案判决书中,我们提炼出了判定醉驾危险性

的6条经验法则,提炼出了判断是否醉驾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成功唤醒了《刑法》第13条“但
书”条款,等等,因此本判决书必将为今后审理同类案件提供强有力的方法论指导。正因为本案

判决书同时满足上述3个条件,做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事理、情理与法理,逻辑

与经验的有机统一,所以本案判决书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说服力,因而获得了法学界的广泛认可,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让人民群众在司法判决中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formallegalreasoning,theindictment’slegalargument
in“ShundeDrunkDrivingCase”seemstobeimpeccable,butthejudgmentusesavarietyof
substantivelegalreasoning,completelyeliminatedthelogicalforceoftheindictment’slegalar-

gumentation:Thetwolegalpresumptionsunderlyingtheindictment’ssentencingrecommenda-
tionhaveexceptionsandhavebeenoverruledbyrelevantevidence;Thereisnoevidencetoshow
thatthedefendanthad“theintenttorecklesslyendangerpublicsafety”;Thereisnocircum-
stanceofaggravatedpunishment;thedefendant’sbehaviorbelongstothesituationof“thecir-
cumstanceissuchasignificantlyminorharmthatisnotconsideredacrime”.Ifaguiltyverdictis
renderedinthiscase,itwillleadtoaseriesofabsurdconsequencesthatviolatetheprincipleof

justice.ThisacquittalhassuccessfullyinvokedtheexceptionclauseunderArticle13ofthe
Criminal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verturningthemechanicalpracticeofcrimi-
nalizationaslongasthebloodalcoholcontentreachesthenationalorlocalstandards.Ithasa-
chievedanorganicunityoflegal,social,andpoliticaleffects,fullyembodiedthesevenqualities
ofrationalitythatshouldcharacterizeanexemplaryjudicialdecision:conceptualsoundness,log-
icalcoherence,methodologicalappropriateness,epistemologicalrigor,ontologicalvalidity,val-
uesrationality,andpracticaleffectiveness.Ithasgainedwideacclaimfrompeopleofallwalksof
life,andhasbecomeaclassiccaseoflegallogicandlegalrhetoric.

KeyWords:formallegalreasoning,substantivelegalreasoning,empiricalrules,rationali-
ty,justiceofindividual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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